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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华日侨回国行动论析

张方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９）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开展和平外交，发展同邻国日本的关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为打破中日关系

僵局，中国积极开展对日民间外交，通过民间合作的方式，协助大量在华日侨回到日本，谱写了中日关系史上的

一段佳话。 日侨回国行动由中日民间团体负责，双方务实合作，照顾彼此需求，采取灵活方式，较为妥善地解决

了这一问题。 作为新中国对日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日侨回国事件增进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推动双

方民间交往进一步深化，对促进中日关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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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战后，在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

同时，一些战争遗留问题也亟待解决。 其中就包括大量在华日本人的回国问题。 据统计，日本投降后，
中国战区待遣返的日俘日侨为 ２１０ 多万人，东北地区待遣返日侨 １１０ 万人，总人数达 ３２０ 多万人。① 对

此，中国人民并没有以暴制暴、以怨报怨，而是以宽广的胸襟开始大规模遣返日俘日侨。 从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第一批遣返船自天津塘沽港离岸，到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最后一批中国战区的日俘日侨在日本登

陆，共计有 １２５．５ 万余日俘、７８４９７４ 名日侨乘船回国，总数近 ２０４ 万人。② 而在东北地区则“以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第一艘日本撤侨船从葫芦岛起航为开端，到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共有约 １０４ 万人回到了日本” ③。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仍有一部分日侨滞留中国。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从维护中日关系及亚洲和平稳

定大局出发，本着正确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普通民众的原则，积极开展对日民间外交，在中日

两国尚未恢复邦交的情况下，以民间合作的方式解决了日侨回国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日侨回国给予了较多关注，出现了一批学术成果，主要涉及中日两国代表团关于日

侨回国的谈判过程以及周恩来、廖承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等。④ 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写作提供了重要

基础和有益借鉴。 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关注日侨回国的历史背景，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日外交方针，
同时对日本代表团与日本政府之间的互动过程也关注不足。 作为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日侨回国

行动值得进一步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结合相关文献汇编、领导人年谱文稿、公开档案等资料，以新中国

成立初期对日外交政策方针为切入点，进一步挖掘日侨回国的历史细节，以期更好地推进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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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的对日外交方针与日侨回国政策

二战结束后，国际力量迅速重组、国际格局急剧变革，美国一改战时大国合作的构想，转而推行与苏

联争霸的战略，导致世界被划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

交政策，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而被美国单独占领的日

本则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采取了“民间先行，
以民促官”的对日外交方针，致力于发展民间外交，这为日后双方关系正常化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日侨回国事件便是新中国对日民间外交的一个缩影。

（一）新中国的对日外交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宣布与各外国政府和人民“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

恢复和发展通商贸易关系”①。 虽然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

大伤害，但中国政府和人民基于维护中日之间的传统友谊，从处理好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及世界和平的

大局出发，以博大的胸怀和远见卓识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②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共同发布的《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

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 １２ 周年宣言》即明确指出：“中国虽然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略，但是中日两国的人民却极愿意在日本按照波茨坦协定实行非军国主义化而且是民主化的条件下

和平共处，建立经济的和文化的合作。”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也曾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愿意看到日本人民获得民主、独立、和平和进步的，中国人民是愿意与日本人民和

平共处，友好团结，以保障远东和平的。” ④可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力于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

的决心是坚定的，态度是真诚的。 但是，在战后东西方对峙的两极格局中，日本吉田茂政府将追随美国、
在美国保护下发展经济作为国家战略，坚持反共立场，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 吉田政府先是与美国签

订了《旧金山和约》，实现了片面媾和，后又在其唆使下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的“日台和约”，致
使中日关系遭遇重大挫折。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之间显然难以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实现官方往

来，但双方在经济、地理方面的紧密联系使得彼此难以做到完全隔离。 在中日官方交往难以打开的情况

下，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创新工作思路，“以化敌为友为目标，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为路径，以打、
拉、压为手段”⑤，初步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对日外交方针。

其一，坚持对日友好基本方针，推动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后对日采取何种态度是一个

方向性、原则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对日外交工作就难以开展。 中国领导人充分发扬“亲仁善邻”
“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精神，坚持睦邻友好，积极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 事实上，中国为改进中日关系

作出了诸多努力，周恩来通过各种方式多次向日方传达中国致力于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良好意愿。
１９５３ 年，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时表示：“我们是主张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

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的。”⑥ １９５４ 年，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明确表示：
“我国是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 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抱有同样的愿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政

府将准备采取步骤，来使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⑦

其二，正确区分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普通民众，以渐进累积的方式大力发展民间外交。 中国政府理性

看待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责问题，认为军国主义分子是战争的真正元凶，同中国人民一样，日本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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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认为，中日两国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两国人民

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战争的罪责在极少数右翼分子身上。① 这一思想明确了新中国对日外交

工作应该团结或反对的对象，进而有的放矢地对其采取不同的政策，从而实现了对日外交原则性和灵活

性的统一。 在此指导下，中国一方面“热望日本人民能够获得独立、民主、和平与进步”，“充分同情和支

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军事占领、反对美日双边安全条约的各种斗争”②。 另一方面则大力欢迎日

本有识之士来华参观访问，加强交流，增信释疑，以渐进累积的方式为改善中日关系凝聚力量。 可以说，
民间外交成为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主要形式和基本特征。

民间外交是中日两国在尚未恢复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打破日本政府对华封锁、满足双方人民迫切交

往愿望的现实之策，也是寄希望于人民，以广泛、持续的民间交往推动官方交往，最终实现中日关系正常

化的有效路径。 在吉田政府敌视中国、中日关系停滞不前的情况下，积极协助在华日侨回国成为中国政

府推动对日民间外交的重要选择。
（二）新中国关于日侨回国的政策

关于旅居中国的日侨人数，中日两国存在分歧。 日本政府声称，截至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生活在中国的日

本居民共有 ５９０２８ 人。③ 而根据中国公安部的统计，截至 １９５０ 年底登记的日侨共有 ３７８０９ 人。④ 尽管

双方公布的人数存在较大差异，但有大量日本侨民旅居中国却是不争的事实。 除少数日侨因在中国组

建家庭等不愿回国外，大多数日侨因思念亲人而迫切想回到日本。 对此，中国政府充分尊重日侨的意

愿，积极采取措施协助他们回国。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应邀出席在摩纳哥召开的红十字会协会第 ２１ 届理事会，并

同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接触。 据岛津忠承回忆，在一次招待会上，他正好与李德全在同一张桌子

上相向而坐，便利用此次机会向李德全表示，日本红十字会救护班还有 ３３３ 人留在中国，希望中国能够

帮助调查一下在华日本人的情况。 对此，李德全表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此事，这虽然是旧政府时期

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我回国后马上进行调查，会按照你的希望去努力。”⑤可以说，正是这次交流开启了

中日两国在日侨回国问题上的首次接触。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周恩来亲自向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干部

发出指示，要他们积极与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接触，并于同年 ５ 月成功地促成三人访

华。⑥ 事实上，高良富等人不顾吉田政府阻挠，冒险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并访华的重要初衷之一即

是商谈海外日侨回国问题，出发前，他们明确表示，“如能出席莫斯科会议，便有机会与苏中两国有关人

士商谈遣送在苏联和中国的日侨归国问题” ⑦。 在华期间，高良等人不仅与中国签署了《第一次民间贸

易协定》，而且还就日侨回国问题同中国相关部门进行了接触。 由此中日之间正式开启了战后贸易往

来以及人员交流的历史，日侨回国的进程也大大加快。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中国政府批准了协助日侨回国计划，并成立了由中国红十字会等部门组成的中央日

侨事务委员会。⑧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政务院又出台了《政务院关于处理日侨若干问题的规定》，就日侨

回国的实施办法、所需经费及其财产处理等问题作出详细规定。 《规定》指出，“根据分批、分期遣送日

侨的办法，和各地目前准备的程度，计划于 １９５３ 年一至三月第一季内争取全国遣送日侨五千人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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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出境港口暂定上海、天津二处”，至于日侨从集中到出境所需费用则“可由国家负责”，“属于日侨

个人财务，原则上均应允许携带回国”。 此外，《规定》还要求各大行政区及有关省市在同级人民政府领

导下组成日侨事务委员会，抽调专门干部进行具体工作。① 据此，北京市人民政府于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９ 日成

立了由 １１ 人组成的日侨事务委员会，由张友渔任主任，冯基平、武竞天任副主任。②

为使广大在华日侨及日本方面了解中国关于协助日侨回国的具体政策，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中国政

府又以答新华社记者问的形式发表了相关声明。 该声明指出，目前在华日侨约有 ３ 万人，他们的生活及

工作得到充分保障。 中国政府愿意协助他们回国，但目前的困难是“缺乏船只又遭到阻难”，因此“只要

日本方面有办法解决船只问题”，中国将给予全力协助。 关于两国协助日侨回国的实施主体，中方明确

表示将由中国红十字会负责，而日方可派出“相当机关或人民团体”。③ １９５３ 年 ２ 月 ３ 日，周恩来签署了

《政务院关于加速遣送在华日侨的紧急指示》，提出要加速协助日侨回国工作，“争取于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底

以前将可以遣送的日侨大部遣送完毕”。 同时，又对日侨出境港口作出新部署，“因南方各大区日侨数

量不多，如东北大批日侨均集中天津出口确有困难，故决定增辟秦皇岛为遣送日侨出境的港口”。 ④至

此，中国已经做好了协助日侨回国的准备，解决日侨回国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日本三团体来华与日侨回国的实施

中国发表的协助日侨回国的谈话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批民间团体及有识之士纷纷来电，
希望尽早解决这一问题。 日中友好协会在听到北京电台的广播后，马上给中国红十字会发去电报，表示

其愿意就解决日侨回国问题派遣代表。⑤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成立的日中友好协会是致力于加深中日两

国人民相互理解、相互信赖，增进友好关系的民间组织，其与中方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展中日民间交

流方面具有广泛共识。 因此，由日中友好协会作为日本方面代表来华协商日侨回国事宜，中国是支持和

欢迎的。 此外，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会也向中方发来电报，表示愿就日侨回国来华协商。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复电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日中友好协会三

团体（以下简称三团体），同意它们共同组成代表团来华商讨来船手续以及日侨回国的各项具体问题。⑥

然而，就在代表团筹划访华之际，日本外务省却拒绝给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高良富发放护照。 日本外相冈

崎胜男表示“我们不发给高良女士护照是因为她违反了《护照法》”⑦。 对此，高良据理力争，称“关于护

照问题，我曾经追加过访问地点，但绝对没有违反《护照法》的事实”，并表示“作为代表团的组织者，倘
若我不去，其余 ６ 位代表也不去，因而将使这次关于在华日本人回国问题的谈判破产”。⑧ 日本政府自

然不愿失去这次接回日本侨民的宝贵机会。 事实上，在收到中国发布的在华日侨情况后，日本政府就开

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倭岛英二在国会表示：“中共方面传达了这样的意向是

值得高兴的事。 但是，根据政府的调查，截至今年 ５ 月 １ 日，在中共地区的未归侨民达 ５９０２８ 名之多，所
以对方提出的 ３ 万这个人数显然有难以理解之处。 不管怎么说，关于这些人的回国，我们已经利用各种

机会，以各种手段向对方提出了要求，应该也会安排船只，一有合适的联络，便会依次着手进行。”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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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相冈崎胜男也表示应采取“万全之策”加以应对，但又对开展政府间谈判表示为难。①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一方面试图通过第三国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并最终决定由印度斡旋此事②；另一方面则“考虑将

香港作为日本和中共代表就这一问题进行协商的地点”。 “之所以选择香港，是因为外务省认为在两国

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向北京派遣官方代表团是不合适的。”③但是，这些举措均以失败而告终。
因此，面对此次如果不给高良发放护照，中日谈判将会破产的风险，日本外务省不得不在强大的舆论压

力下作出让步，于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即代表团预定出发的当天给高良发放了护照。④ 这样，日本三团体

代表团终于排除种种阻力前往中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日本第一个持公务护照访华的团体。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日本三团体抵达北京。 在北京期间，三团体同以中国红十字会顾问廖承志为团

长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四次会谈。 １９５３ 年 ２ 月 １５ 日，在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廖承志向日方详细介绍了

中方对于日侨回国时间、地点、人数以及费用等问题的初步安排，即：将天津、秦皇岛、上海三地作为日侨

回国的出境港口，“每批集中三千人至五千人同时分由上述三个港口出发”，“第一批可于三月间出发”，
至于日侨从开始集中到上船前的费用则由中国承担。 廖承志开宗明义的讲话以及真诚友好的态度打消

了日本代表团的顾虑，他们原以为双方会在费用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但没想到中国如此大度。 对此，岛
津表示十分感激，认为“这是很宽大的措施”。⑤ 其后，双方又于 ２ 月 ２０ 日、２３ 日进行了第二、三次会

谈。⑥ 关于谈判情况，廖承志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 ２４ 日，廖承志在《关于日侨回国谈判情况给毛泽东

的报告》中指出：“在我所提出的原则基础上，谈判顺利展开，我方始终掌握主动。”“日方曾提出要求宣

布日侨在我公私营企业中工作的人数、在华日侨分布状况、日本战犯与囚犯、被拘留的日本渔船人员等

超出谈判范围的问题，我方均明确加以拒绝。 从明天起开始起草会谈公报，估计再开一次会通过公报，
谈判即可结束。”⑦

与此同时，日本代表团也将谈判中所遇到的“派船”与“乘船代表”等问题，及时向日本政府进行了

汇报。 ２ 月 ２３ 日，日本外务省、运输省以及海外同胞回国援助厅联合召开紧急会议，并决定将根据代表

团要求派出“兴安丸”“高砂丸”“白龙丸”和“白山丸”４ 艘船只赴华接侨，并于 ３ 月 ２０ 日到达中国各港

口。⑧ ２４ 日，日本运输省和海外同胞回国援助厅又致电日本代表团，进一步安排了各接侨船的返港事

宜，即：“高砂丸和兴安丸至少间隔两天到达舞鹤。 白山丸、白龙丸两船可以同时到达舞鹤，也可以与高

砂、兴安两船中的任何一艘一起到达。”⑨同日，日本内阁会议也决定拨款 ９１５８．３ 万日元用作日侨回国经

费，其中主要是船运费。⑩I0

与派船问题的顺利解决不同，双方在乘船代表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乘船代表是日本接侨船只进

入中国港口后就日侨回国事宜同中方进行联络、交接的工作人员。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由政府官员担任

乘船代表，而中方对此表示反对，主张由三团体派出乘船代表。 因为当时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更没

有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从国际法角度而言，依然处于战争状态，所以由日本政府官员来担任乘船代表显

然是不合适的。 中国方面的合理主张得到了岛津等人的理解。 岛津认为，在华日本人归国问题是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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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体负责与中国交涉的，因此乘船代表理所当然应该由三团体的代表担任。① 但是，日本政府却以

“有相关法律规定”“政府官员不乘船就难以处理船内、检疫以及海关事务，会导致归国人员在舞鹤的滞

留时间延长”为由，坚持让政府官员担任乘船代表。② 后经双方反复协商，日本政府最终于 ２ 月下旬接

受了中方的合理要求，这为谈判最终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③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 ５ 日，在第四次会谈后，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三团体正式签署了《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

国问题的公报》，详细规定了日侨回国的集结地点、首批回国时间及人数、后续安排以及相关保障。 具

体而言，天津、秦皇岛、上海是日侨集结和登船地点，第一批自愿回国的日侨应在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
日内集结完毕，首批人数约为四千人至五千人；此后每批三千至五千人，每批间隔时间为 ２０ 天左右；中
方负责日侨从离开住地到登船前的所需生活费用和不超过 ５０ 公斤行李之运费；允许日侨携带符合规定

的物品及一定数量的外币回国；本次日侨分批回国行动截止期限约为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底至 ７ 月初。④ 该公

报达成后，中国红十字会同日本三团体立即着手安排日侨回国事宜。 从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起，第一批回

国日侨 ４９３７ 名分别在秦皇岛、上海、天津登上“兴安丸” （秦皇岛—２０ 日）、“高砂丸” （上海—２１ 日）、
“白龙丸”和“白山丸”（天津塘沽—２２ 日）４ 艘船只回国。 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协助一再表示衷心感

谢。⑤ 至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共有 ７ 批日侨先后回国，总人数达 ２６０２６ 人。 同日，李德全宣布在华日侨

分批回国工作结束，并表示“今后如仍有个别日侨愿意返回日本时，中国红十字会愿意继续给以协

助”⑥。
此后，针对“大批日侨回国工作结束后，近来不断有个别日侨要求回国”的情况，政务院又于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 ２ 日下发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个别日侨申请回国问题的通知》，对日侨回国的申请

手续、出境港口、资助办法、携带物品等作出了详细规定。⑦ 在协助在华日侨回国的同时，中国也将被释

放的日本战犯等送回日本。 而随着后者回国人数的增多，中国红十字会同日本三团体于 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签署备忘录，明确表示对“他们（被释放的日本战犯）的回国将给予援助”⑧。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双方

又在天津发表《联合公报》，指出中国红十字会继续帮助申请回国的日本侨民回国，同时在日本战犯回

国、战犯家属赴华探亲、同中国人结婚的日本妇女回国探亲等方面给予便利和协助。⑨ 至 １９５８ 年，共有

３５０００ 余名日侨、分 ２１ 批回到日本。⑩I0

三、日侨回国的特点及影响

在中日关系尚未正常化的背景下，中国红十字会和日本三团体务实合作，照顾彼此需求，采取灵活

方式，较为妥善地解决了日侨回国问题，而这一历史事件也对中日关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日侨回国的特点

第一，民间负责，政府主导。 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三团体直接负责此次日侨回国的谈判、协商与实

施工作。 从前期沟通，到正式协商，再到具体实施，日侨回国都是在中日民间友好团体的组织下实现的，
但也应注意到，两国政府在其中仍发挥着主导作用，即双方谈判代表是由政府批准的、其谈判权限是由

政府授予的，在谈判过程中双方也与各自政府保持着密切沟通。 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政府起初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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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高良富作为代表团成员访华，但最终迫于国内舆论压力在代表团预定出发的当天给高良发放了护照，
因此，从结果而言，日本政府还是认可这次访华行动的，并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日本三团体在与中方谈

判的过程中也遵守与政府的约定，即“谈判事务限定在船只安排及具体回国手续方面”，并及时将谈判

中遇到的问题向日本政府汇报。 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政府更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亲自

主持了日本三团体访华的筹备工作，并多次对谈判要点与细节作出指示。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适时出

台了《政务院关于处理日侨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文件，积极协助日侨回国。
第二，费用共担，合理配置。 费用问题是中日双方谈判的重点问题之一。 在第一次会谈时中方即表

明愿意承担在华日侨由集结到乘船之前的一切费用，日本则负责派遣接运船只及日侨乘船后的费用。
可以说，费用问题的解决为日侨顺利回国奠定了基础。 据估算，中国为协助日侨回国共耗资 ７００ 亿人民

币（旧币）。① 在日侨回国的过程中，中日双方还最大程度地发挥轮船的运力，合理配置资源，较为妥善

地解决了旅日华侨回国所需船只问题。
第三，日侨为主，兼顾其他。 毋庸置疑，在华日侨是此次行动的主体，但“每批日侨回国并非仅限在

华日侨，既包括在华日本战犯和部分死亡者名单、遗骨，也包括越南、蒙古的部分日侨和日本战犯，还包

括探望日本战犯的家属、回日探亲的日本妇女及其子女”②。 随着大批日侨回国，日本战犯家属也纷纷

向日本三团体提出到中国看望其亲人的请求。 “日本三团体都表示同意家属来中国，但对范围大小，则
存在意见分歧。 （日本）红十字会主张只允许已服刑的战犯家属来，其他团体则主张全部战犯家属都可

来。”对此，周恩来于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指示廖承志，“可以改为服刑的家属来”③，从而满足了日本战犯

家属来华探望的愿望。 此外，中方还对在越南、蒙古的日侨及日本战犯回国给予协助，允许他们入境中

国，搭乘相关船只返回日本。 在 ３ 万余名归国日侨中就有 ７１ 名来自越南的日侨。④

第四，尊重日侨意愿，注重人文关怀。 中国本着自愿原则开展日侨回国工作，对于不愿回国或者暂

时留居中国的日本侨民予以充分尊重，并在财产处理、携带物品、日常生活等方面对于回国日侨以充分

照顾。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 ３ 日，毛泽东在批阅中央日侨事务委员会编印的《日侨回国工作简报》时，批示：“日
侨坚决不愿回国者，不要强迫，已有因强迫引起自杀的事。 此报告‘送干净’的口号，可能引起强迫遣送

行为，请加注意。”⑤周恩来则要求，“物质上加以宽待，做好组织工作”⑥。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关心

与指导下，日侨回国工作有条不紊，归国日侨的合理需求得到了最大程度满足。
（二）日侨回国的影响

１．协助日侨回国是新中国贯彻“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对日外交政策方针的具体体现，推动双方民间

交往进一步发展。
新中国对日外交政策方针的核心就是希望通过广泛的民间交往来影响政府行为。 事实上，在协助

日侨回国所形成的友好氛围以及日本友好人士的推动下，日本政府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不得已”，
其对华立场及政策都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 日本政府批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就是有力的证

明，此后中日民间交往开始进入相对活跃期。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至 １１ 月 １２ 日，应日本红十字会邀请，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率团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访日代表团。 在日期间，代表团共参加了

１９ 次各界、各团体和各地方代表的国民欢迎大会和各种座谈会，１７ 次宴会和茶会，并举行了 １３ 次记者

招待会、播音和电视转播，对日本的广泛阶层诚恳地、详细地谈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关于中日友好的主

张和愿望，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和热烈的共鸣。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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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日本各界代表团更是密集来华访问，这从周恩来接见日本客人的数量中可见一

斑。 １９５０ 年，周恩来仅会见日本代表团 １ 次，但到 １９５３ 年就增长为 １０ 次，１９５７ 年更是达到 １８ 次之

多。① 这既体现出中国政府对日本访问团的重视，也反映出中日民间交往日趋紧密。 此外，周恩来还积

极通过日本访华团向日本政府传达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意愿。 １９５５ 年 ８ 月 １７ 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新

闻界广播界访华代表团时表示，欢迎鸠山首相或他的代表访华。② 可以说，在日侨回国所形成的中日友

好氛围的带动下，中日民间外交的规模显著扩大，并日益向半官方甚至官方交往迈进，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了“以民促官”的作用。
２．协助日侨回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民众对新中国的认知，为中日关系发展奠定了民间基础。
二战后，由于中日两国之间缺乏交往以及美国占领当局的恶意宣传，导致日本国内社会普遍对新中

国持负面认知，甚至充满恐惧感。 在日本三团体访华前夕，就“有人造谣说红十字会是保守团体，到中

国一定要被软禁”，但是“来中国后一看，比在日本还自由” 。 “另外，他们对新中国和平建设的突飞猛

进也很感动”。③ 在华日侨顺利回国不仅改变了代表团对新中国的看法，也增进了日本普通民众对新中

国的了解。 归国日侨以其亲身感受向日本民众介绍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各种成就，以其实际

行动改变着日本国民对于新中国的错误认知，成为日本人民了解中国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 一位与归

国日侨同乘火车的普通日本国民看到归侨不乱扔果皮纸屑，并得知这是在中国养成的习惯以后，无限感

慨地说：“中国以前是肮脏的出名的国家”，这几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街道都变得你所想象不到的

干净了”，“中国共产党好不好，从今后回国侨民的举动和谈吐中也可以了解”。④

归国日侨不仅架起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沟通与了解的桥梁，还成为维护并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归国日侨是怀着对新中国无限感激之情回到日本的。 “归国的日侨纷纷以感激

的心情叙述中国方面不仅给了日侨运输和饮食起居等帮助，而且为他们医疗疾病、防疫，并给他们购物

和娱乐等许多照顾。”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发展中日友好事业作为毕生追求，在推动中日关系发

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岛幼八就是其中的代表。 “１９５８ 年，１６ 岁的中岛踏上最后一艘遣返船回到

日本，高中毕业后进入日中友好协会工作，后来转行成为一名翻译。”⑥中岛先生毕生从事中日友好交流

事业，其出版的《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一书经《朝日新闻》等媒体报道后在日本国内引起强

烈反响，成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人善良品格、中国政府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要窗口。⑦ 可以说，正是由于

众多像中岛这样的归国日侨的积极努力，中日友好的民间基础才得以巩固，中日关系才能行稳致远。
３．日侨回国为旅日华侨回国提供了契机，开启了战后旅日华侨集体回国的进程。
日本三团体来华为旅日华侨回国提供了契机，中国认为应把握这一有利时机来推动在日华侨的回

国进程。 １９５３ 年 ２ 月 １５ 日，周恩来指示廖承志：“关于在日华侨归国及花冈等事件速研究一个方案送

批。”⑧其后，双方在正式会谈中就旅日华侨回国问题进行了协商。
“为回报中国人民协助在华日侨回国的情谊，日中友好协会等友好团体纷纷对希望回国的在日华

侨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却遭到台湾当局勾结日本政府的阻挠，其企图把希望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华

侨强行送往台湾，遭到广大华侨的强烈反对。”⑨与此同时，日本友好团体和中国相关机构也行动起来，
严重抗议吉田政府阻挠在华日侨回国的恶劣行径。 最终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吉田政府只得同意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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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搭乘第四批日本赴华接侨船返回中国。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 ２ 日，第一批旅日华侨 ５５１ 人乘坐日本轮船

“兴安丸”到达天津塘沽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① 受此鼓舞，广大在日华侨回国的决心更加坚定、斗志

更加顽强，此后又有几批华侨回到中国。 据统计，从 １９５３ 年到 １９５８ 年，共有 ３８４０ 名旅日华侨及留学生

回国定居，占到当时在日华侨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②

从 １９５３ 年到 １９５８ 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先后协助 ３．５ 万余名在华日侨回到日本，谱写了中日关

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与此同时，出于对中国人民真诚友好态度的感激，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纷纷行动起

来，积极协助旅日华侨回国。 日侨回国事件作为新中国对日民间外交的生动实践，对于加强两国人民交

流、促进中日关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民间交往日益频繁，有力推动了两

国各领域关系的发展。 然而，近年来随着中日结构性矛盾的凸显，舆论调查显示两国民众对彼此的好感

度有所下降，这一问题值得重视和深思。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更需要进一步激发两国民间交往的热

情，挖掘双方民间交往存在的潜能，增进两国人民感情，夯实两国友好的民间基础，这对发展契合新时代

要求的中日关系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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